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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
———瓜州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绘制年代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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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lin Cave 25 was a representative when Tibetan regime ruled Dunhuang, the Tibetan style
images of which arouse strong interests in academic circles, especially in Dunhuang studies and Tibetan
studies. Yulin cave 25 and cave 15 were construcred as a double grotto in memory of the Qingshui Treaty
set in the year of 783 between Tang and Tibetan. The marriage picture and the whole cave of Yulin Cave
25 in Guazhou were completed simutaneously, which was around the year of 783 when the Tang and
Tibetan Qingshui Treaty was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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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榆林窟第 25 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因为其中出现的唐蕃特色图像而备受学

界关注，属于敦煌学和藏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榆林窟第 25、15 窟是为纪念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

窟，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与该窟统一集中完成，其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 783 年唐蕃清水会

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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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榆林窟第 25 窟是吐蕃统治时期的代表

窟，洞窟壁画中出现反映唐代艺术和吐蕃特色的

图像，为敦煌学和藏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颇丰。
其中，洞窟主室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婚嫁图，因为同

时出现身着唐装和蕃装的人物，一直以来是研究

唐蕃关系的珍贵资料。对于该幅图像，学者们有较
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这幅画面提供了参考，

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近年
来，针对此幅婚嫁图及其相关问题，有学者不断撰

文发表新论，颇有不同意见，单就其绘制时代而

言，有将其归入 821 年唐蕃长庆会盟之后，还有认

为属于曹氏归义军时期之说，与传统所说吐蕃前

期意见出入较大，因此有必要作些澄清，不当之

处，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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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研究史述评

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图 1）是敦煌石窟现存

46 幅①婚嫁图中唯一一幅反映汉藏通婚的场景，但

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其人物族属与身份的辨识不

统一，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对新娘的确认，围绕

对新娘的辨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图 1 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

第一种观点以谭蝉雪 [1]、王惠民 [2]二位先生为
代表，认为跪地叩拜着吐蕃装的新郎是汉人，新郎

右手边着吐蕃装作揖的新娘是吐蕃人。此观点影
响到罗世平 [3]、马德 [4]、沙武田 [5]、刘颖 [6]等先生，受
传统“男跪女揖”形象的影响，他们也以为跪地叩
头的新郎旁边着吐蕃装作揖者就是新娘，虽然他

们觉得有许多疑惑，但还是没有说明其中的不妥。
事实上，新娘的确认尽管很重要，但也并不妨碍我

们对其绘制年代的判断。此外，赵小明先生这样描
述这幅婚嫁图：“新郎、新娘头裹红毡，宾客头戴小
礼帽，侍女著氆氇服。五体投地的新郎是吐蕃族，
凤冠披帛的新娘是汉族”[7]。可以看出，前部分赵小
明先生提出的新郎、新娘头裹红毡的说法仍然沿
用谭蝉雪、王惠民二位先生的观点，认为着吐蕃装
的新娘是吐蕃人，但是后部分他也提到凤冠披帛

的新娘是汉族，说明他似乎已经看出了新郎左手

边背对着我们三个着汉装的女性，中间的是新娘，

只不过，他对新娘的说法似乎很矛盾。
第二种观点主要认为，跪地叩拜着吐蕃装的新

郎是吐蕃人，背对着我们着汉装的三个汉族女性，

中间的是新娘，旁边两个是侍女。就目前收集的资
料来看，早年，段文杰先生对这幅婚嫁图有过这样

的描述：“这里画大青庐（帐房），帐内置长案，置山
珍美味，男女宾客对坐宴饮，帐外设屏障，一对藏

男汉女在傧相侍陪下举行婚礼，礼拜时‘男跪女不
拜’。宴会的宾主侍婢中有汉也有藏，虽然这一婚
礼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它应该是当时汉藏联姻

历史的反映。”[8]接着，张伯元先生将这幅婚嫁图描
述为：“画面上门外搭帐幕，内设屏风，帐内宾客对
坐，帐前新郎着吐蕃装下跪礼拜，新娘与伴娘着汉

装立于一旁，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北方以“青幔为
屋”和行礼时男跪女不拜的婚礼习俗。”[9]冯力先生
对这幅婚嫁图有这样的描述：“为举行婚礼，在门
外搭起了帐幕，内置屏风，帐内宾客对坐，帐前举

行婚礼，新郎着吐蕃服装，五体投地跪拜，新娘和

伴娘着汉装立于一侧，它反映了当时北方婚礼以

‘青幔为屋’，以及行礼时男拜女不拜的习俗 ,是一
幅唐代的风俗画。”[10]后来，曹洪勇先生将这幅婚
嫁图描述为：“吐蕃风格的嫁娶图：图中画有青庐
(帐篷 )，内有男女宾客宴饮，一对青年男女在宾客

的陪同下正举行婚礼，男士穿吐蕃装，女士穿汉

装，宾客中也有吐蕃人，反映了那时汉、藏人民和
睦相处的情况。”[11]黄维忠先生将其描述成：“其北
壁弥勒经变婚嫁图中出现的新郎、伴郎均着吐蕃
装，此外宾客、侍从也有着吐蕃装者。”[12]可见，黄
维忠先生其实辨识出了新郎和新娘。此外，霍巍先
生写到“如同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在弥勒经变
东侧的婚嫁图中，有两个人物形象着吐蕃服饰，两

个人物一男一女分立于主人两侧，女子头结高结，

男子以头巾束头，均身穿带有三角形的大翻领长

袍，腰间结带，脚穿乌靴……就在这幅婚嫁图中，
当中主人的形象仍为唐装，其身份似更加显贵，而

两位着吐蕃装的人物侍立于两侧，身份似为其侍

从”[13]。可以看出，霍巍先生对新郎和新娘的辨认
是正确的，不过他可能把男傧相当成了这位头戴

透额罗幞头汉族男性的侍从。李妍容先生写到：
“榆林 25 窟婚礼图中便可明显看出吐蕃族与汉族

①参见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民俗画卷》，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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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的场景，新人立于青庐中围屏内行礼，新郎为

吐蕃族，头戴毡帽，新娘凤冠霞帔，为汉族。男女宾
客汉蕃皆有，分列于长桌两侧,相互谈笑。”[14]从以上
叙述可看出，段文杰、张伯元、冯力、李妍容、曹洪勇
以及黄维忠等先生颇有见地，已经辨识出着吐蕃装

跪地叩拜的是新郎，着汉装的三个汉族女性，中间

的是新娘，只是他们没有具体说明而已。
最近，陈于柱、张福慧先生发表新作《榆林窟

第 25 窟“藏汉婚礼图”的再研究》[15]，首次对榆林
窟第 25 窟婚嫁图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份及族属作

了新的考订和详细说明，使人物身份更加清楚，使

我们对这幅婚嫁图有了新的认识，值得参考。他们
认为桌案前跪地叩拜着吐蕃装的是吐蕃族新郎，

新郎右手边着吐蕃装作揖的是新郎的一个吐蕃族

伴郎。新郎左手边站着的三个着汉装的汉族女性，
中间为新娘，新娘左手边是一执长柄团扇的侍女，

新娘右手边也是侍女。桌案上，头戴透额罗幞头、
着汉装的可能是新郎的汉人岳父，他对面可能是

新郎的汉人岳母，他右手边是新郎另一个吐蕃族

伴郎，他左手边双手捧着盘子的为汉人侍从，因此

二位先生认为榆林第 25 窟婚嫁图是吐蕃族的新

郎在汉人的新娘家向岳父母或宾客拜堂行礼时的

场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二位先生认为该幅
婚嫁图的绘制时间绝对不会出现在吐蕃统治时

期，而应该在曹氏归义军时期，从而提出了完全不

同的观点，颇有新意。
另外，罗世平 [3]、刘颖 [6]先生把敦煌石窟中出现

的吐蕃装图像均归入长庆会盟之后，他们认为榆

林窟第 25 窟这幅婚嫁图也属于长庆会盟之后的

作品，显然此观点不能成立，而王中旭先生认为长

庆会盟后唐蕃开始有文化交流与使节往来，才可

能会出现像敦煌石窟《维摩诘经变》中中原帝王与
吐蕃赞普相向而立的画面 [16]。三位先生对吐蕃装
人物进入敦煌石窟壁画时间和社会历史背景原因

的分析是相同的，他们一致认为吐蕃装人物进入

敦煌石窟是长庆会盟后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把

唐蕃长庆会盟的时间和事件作为判定敦煌石窟中

蕃装人物出现的唯一标准，我们认为是极不妥的，

对此拟作另文专论，在此不赘。
纵观学者对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的辨识，主

要是对新娘的确认，现在看来，第一种观点明显站

不住脚，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其中陈于柱、张福

慧二位先生对人物身份的考订，使人物身份及族

属更加清楚，令人信服，但是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值

得商榷。首先，笔者现场仔细看过榆林窟第 25 窟
婚嫁图，新娘左手边的伴娘确实存在一个漫漶的

长条形图形，但其前端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圆形弧

线，而好像是新郎所跪地面的线纹，并且其前部漫

漶部分要比敦煌石窟其他婚嫁图中新娘所持有的

团扇前部小很多，而且伴娘似乎并没有手持团扇

的动作。尽管如此，丝毫不妨碍我们对新娘及侍女
身份的确认。至于二位先生提出的新郎的岳父母
以及岳父右手边为男伴郎的可能性，还有待更进

一步的确认，虽然学界对人物身份及其族属的认

识不统一，但是也并不会妨碍我们对这幅婚嫁图

的理解。就目前来看，我们比较肯定的是着吐蕃装
的吐蕃族新郎、新郎旁边作揖的吐蕃族男傧相、着
汉装的汉人新娘及其两边的汉族侍女，双手捧着

盘子的为汉人侍从；其次，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
生认为这幅婚嫁图绘制年代绝不会是吐蕃统治时

期，他们将其创作年代考订在曹氏归义军时期，笔

者实在不能苟同，以下将对其作以交代。

二、洞窟统一集中完成再辩

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在文中将这幅婚嫁图
考订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是接受了今枝由郎先生

关于各壁创制年代不同的观点。对此有必要再作
说明。今枝由郎先生完全赞同马修·凯普斯坦关于
榆林窟第 25 窟是汉藏为纪念 821—822 年和盟开
凿的德葛玉采寺 [17]的观点，所以他以东壁的 T 形

榜子为切入点，认为东壁仅保存有 T 形题记框的

八大菩萨曼荼罗最先以藏式风格绘制，将其时间

断定在 786—848 年，其他各壁仅保存有竖形题记
框的壁画可能为 848 年汉族恢复在这一地区统治

后绘制，并且他认为东壁 T 形题记框而其他各壁为

竖形框，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是因为 848 年汉族恢复

在这一地区统治造成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所

以就没有必要再绘 T 形框，只绘制竖形框 [18]。对今
枝由郎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有以下不妥：

第一，今枝由郎先生极力支持的马修·凯普斯
坦先生关于榆林窟第 25 窟是为纪念 821—822 年
“汉藏和盟”而建立的德葛玉采寺的观点已被黄维
忠 [19]先生否定，现在看来，榆林窟第 25 窟不是纪

念汉藏和盟而建立德葛玉采寺，实际上，德葛玉采

马俊锋，沙武田：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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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并非榆林窟，而是孔古寺。不过，马修·凯普斯坦
先生也注意到虽然各壁壁画风格有所不同，但是

它是同一艺术家在同一时期绘制而成，榆林窟第

25 窟无论是图像上还是风格上体现了汉藏世界和

谐共存 [17]，显然马修·凯普斯坦先生是赞同该窟作
为整体性同时期开凿绘制，值得我们参考，也即说

明今枝由郎先生的观点不妥。
第二，今枝由郎先生将各壁不同形式的题记框

归结为 848 年汉人恢复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显得

简单化，尽管 T 形榜子仅出现在吐蕃期洞窟中，但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吐蕃期洞窟中就一定要出现 T

形榜子，更不意味着吐蕃期洞窟就没有必要用或

者不必用竖形榜子，非要等到 848 年汉族恢复这

一地区后才能用竖形榜子？敦煌莫高窟吐蕃期洞

窟有那么多竖形榜子又作何解释，我们以为以吐

蕃在敦煌地区统治结束来判断和解释榆林窟第 25

窟各壁出现的不同形式的题记框显然不合理，对

此笔者曾作专文讨论，认为 T 形题记框仅出现在

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中，是因为其粉本来自藏地，

汉地画工、画匠对其不熟悉，为了忠实地反映其题
材，同时考虑到汉藏两地信众的需要，易于他们接

受，创制了 T 形榜子，也说明了该铺造像的独特

性，并且 T 形榜子只写汉文，是因为洞窟功能的内

修性，并且作为整体性地营建于 776—786 年的榆
林窟第 25 窟，承担着汉藏友好的角色，所以 T 形

榜子被有意省去，其他各壁都为汉地传统题材也

就没有必要书写 T 形榜子 [20]。
第三，据赖文英 [21]、赖鹏举 [22]先生研究，从洞窟

所承担的思想义理和仪轨角度来看，洞窟的整体

结构性很强，体现的是北传三重华严含摄和南传

中印密法的互动。显然洞窟功德主或者洞窟营建
者对其图像传达出的含义及其所要承担的汉藏交

流与互动角色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更加肯定了我

们对榆林窟第 25 窟各壁作为同时期营建判定的

正确性。
总之，该窟主室以及前室东壁两侧南北两天王

绘制时代与洞窟开凿时代一致，统一集中完成，已

是学界共识，不容置疑。

三、榆林窟第 25 窟建于 783 年清水会盟前后

关于榆林窟第 25 窟的营建时代，学界关注较

多，成果颇丰，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榆林窟第 25 窟建

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谢继胜、黄维忠 [23]、陆离 [24]、
罗世平 [3]、刘颖 [6]等先生认为其建立于吐蕃统治敦
煌后期。段文杰 [25]、史苇湘 [26]等先生更倾向其建于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其中沙武田先生注意到瓜州

陷蕃（公元 776 年）比沙州陷蕃（公元 786 年）早十

年，并分别对榆林窟第 25 窟壁画艺术风格、与莫
高窟中唐壁画艺术之比较、弥勒经变中的吐蕃人
物以及藏文题记等进行分析，认为榆林窟第 25 窟

是在瓜州吐蕃前期即“盛唐吐蕃期”营建，即榆林
窟第 25 窟应当营建于公元 776—786 年 [5]。根据我
们最近研究，据《寺塔记》记载：“静域寺，佛殿内，
西座番神甚古质，贞元已前西番两度盟，皆载此神

立于坛而誓，相传当时颇有灵。”[27]谢继胜先生认
为此处贞元以前（公元 785—804 年）两度盟的“番
神”为吐蕃毗沙门天王像，而且是像榆林窟第 15
窟库藏神形象者。“西番两度盟”是指唐蕃开元二
十二年（公元 734 年）赤岭会盟和建中四年（公元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吐蕃将赞普比作毗沙门天
王，故唐蕃会盟时天王作为吐蕃神立于祭坛。因清
水处于长安正西，丝绸之路主道，而净域寺是唐京

城名寺，所以唐蕃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后将吐蕃式

的毗沙门天王像留到净域寺合情合理 [28]。沙武田先
生认为榆林窟第 15、25 窟是同时营建的双窟，榆
林窟第 15 窟前室北壁吐蕃式库藏神以及榆林窟

第 25 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毗沙门天王

像与清水会盟有关 [29]。笔者另撰文认为，榆林窟第
25 窟应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

度使的尚结赞（公元 783 年任吐蕃大相兼东道节

度使）而建，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

蕃和好的功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公元 783 年唐

蕃清水会盟前后，同时认为榆林窟第 25、15 窟实
为纪念清水会盟而建①。这里顺便提一下，榆林窟
第 25 窟建于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前后，且主室与

前室东壁两侧南北两天王统一完成。罗世平、刘颖
二位先生以吐蕃装人物为标准，认为吐蕃装人物

①马俊锋、沙武田：《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历史遗迹———瓜州榆林窟第 25 窟功德主新解》，《西藏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5-22 页。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因编辑不当，导致引文的出处出现错乱，请读者参考时注意并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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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敦煌洞窟是吐蕃后期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

明显不妥，他们以此将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绘制

时间判定在吐蕃统治敦煌后期，明显错误。陈于
柱、张福慧二位先生所论述的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
图绘制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就更加不可能了。

四、婚嫁图绘制年代再辩

笔者认为，以吐蕃装人物和曹氏归义军时期汉

藏通婚合法化为标准来判断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

图绘制年代，明显不妥。既然榆林窟第 25 窟营建
于公元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该窟主室与前

室东壁南北二天王又统一集中同时期完成，该婚

嫁图也一定是绘制在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前后，

那么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仅仅依据曹氏归义
军时期汉藏通婚的合法化才有可能出现汉藏通婚

场景，而将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绘制时间考订在

曹氏归义军时期，显得简单而欠考虑，而更应该综

合考虑洞窟整个情况。
对于陈于柱和张福慧二先生所论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诸问题，笔者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第一，二位先生只考虑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汉

藏通婚合法化，出现汉藏婚嫁场景的合理性，却忽

略了将其考订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最明显的就是其

与人物造像的衣冠服饰和洞窟壁画绘制风格相冲

突。二位先生认为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图 1）与
晚唐莫高窟第 12 窟南壁婚嫁图（图 2）构图模式极

为接近，我们将这两幅婚嫁图与榆林窟五代第 20

窟南壁婚礼图（图 3）比较就会发现：榆林第 25 窟

婚嫁图中二位先生所谓新郎的岳父，身着袍衫，头

戴软脚（垂脚）透额罗幞头，莫高窟第 12 窟婚嫁图

中新郎和伴郎头戴翘脚幞头，曹氏归义军时期基

本完成了软脚（垂脚）幞头向翘脚或硬脚展翅幞头

的转变，更多的会首着硬脚展翅幞头（图 4），前述

榆林窟第 20 窟婚嫁图中新郎以及男贺礼者均首

着翘脚幞头。据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唐五代宋时期
壁画中的幞头的图像是有断代意义的①，结合以上

婚嫁图所在洞窟的时代，也是契合的。考察榆林窟
第 25 窟全窟壁画，北壁弥勒经变中老人入墓、路
不拾遗（图 5）、树下写经和诵经（图 6）以及南壁观
无量寿经变未生怨中的男性（图 7），均首着软脚

（垂脚）幞头，身着袍衫，其着装更像莫高窟盛唐第

130 窟甬道北壁人物着装（图 8）。另外，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所在的北壁老人入墓图中，老人左手

边出现的女性（图 5），著袒胸上襦、披帛，完全是盛
唐才有的穿着风格，而南壁十六观中的卫提希夫

人也一派唐装（图 9），以上两幅画面中女性人物着

装以及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中三位汉族女性（中

间为新娘，其两边为侍女） 着装都与莫高窟盛唐

130 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中的女性着装近

似（图 10），属盛唐气象。显然从壁画绘制风格以及
人物造像上来看，榆林窟第 25 窟的婚嫁图绝不会

出现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总之，这一窟绘画具有盛
唐风格，已是学界共识，不容置疑，而该窟建于 783

年清水会盟前后（莫高窟的盛唐时期），处在吐蕃

马俊锋，沙武田：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

①参见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99-362 页；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服饰画卷》，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 81-102页；魏健鹏：《敦煌壁画中幞头的分类及其断代功能刍议》，《艺术设计研究》2013年第 2期，第 11-18页。

图 2 莫高窟第 12 窟男跪女揖行礼 图 3 榆林窟第 20 窟南壁站立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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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榆林窟第 16 窟甬道曹议金供养 图 5 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老人入墓、路不拾遗

图 6 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树下写经、诵经

图 8 莫高窟窟第 130 窟甬道北壁官员公服

（段文杰摹）

图 7 榆林窟第 25

窟南壁未生怨

图 9 榆林窟第 25 窟

南壁十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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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之下，之所以具有盛唐风格，则是因为瓜州陷

蕃（公元 776 年）比沙州陷蕃（公元 786 年）早十

年，即沙武田先生所谓之瓜州榆林窟“盛唐吐蕃
期”[5]。

图 10 莫高窟第 130 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

（段文杰摹）

第二，如前所述榆林窟第 25窟主室壁画、前室
东壁南北二天王绘制时间与该窟开凿时代一致，

是在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前后，而前室东壁南侧

南方天王像下方已有“光化三年”汉文墨书题记，
为巡礼人之题名而非窟主之题记 [30]，很显然已经证

明此窟开凿早于“光化三年”（公元 900 年），也即
证明该婚嫁图绘制年代必定早于公元 900 年，所

以其绘制年代也绝对不会在曹氏归义军时期。
第三，北壁弥勒经变中的藏文题记，谢继胜、

黄维忠二位先生释读为：“曹氏幼弟施画此铺圣图，
此乃尚希之公德，甚佳！[23]大概意思为某位曹姓人士

为藏人“尚希”开凿的功德窟。后经陆离先生确认
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只能为“尚书”的翻译，
榆林窟第 25 窟是某位曹姓人士纪念和赞扬当时

吐蕃东道节度使与唐蕃和好或治理河陇地区的功

绩而为其建造的功德窟 [24]。经我们研究，藏文题记
中“尚书”应为尚结赞，榆林窟第 25 窟实为某位曹
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 ,纪

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

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公元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

前后，那么汉藏和谐共存的婚嫁图出现在为纪念

清水会盟而建的榆林窟第 25 窟中，并不奇怪。另

外，前不久在作为双窟的榆林窟第 15 窟前室甬道

新发现了吐蕃供养人，也为该窟打上了时代的烙

印①，更加说明了该窟功德主为吐蕃人的可能性，

该窟应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而不是曹氏归义

军时期。再者，从婚嫁图本身来看，正如陈于柱、张
福慧二位先生所言，婚嫁图中的汉人并没有出现

吐蕃统治下的紧张感，显得很轻松自然，正是此婚

嫁图承担着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汉藏友好角色。
第四，榆林窟第 25 窟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作

为一种新样式来源于吐蕃，主尊完全是密教的大

日形象，榜题是汉地的“清净法身卢舍那佛”，旨在
强调该窟的华严含摄；前室东壁北侧的毗沙门天

王组合造像，其中毗沙门天王和虎皮持鼠者两个

形象都是源自吐蕃的图像系统 [31]。再结合榆林窟
第 25 窟藏文题记、婚嫁图中吐蕃装人物、T 形榜
子、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
像来考虑，如此丰富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浓郁吐

蕃风格图像的出现，只能是吐蕃统治敦煌历史的

反映，绝不可能在曹氏归义军时期。
综上所述，榆林窟第 25、15 窟是为纪念公元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 25 窟

婚嫁图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 783

年清水会盟前后。诚然，曹氏归义军时期伴随着汉
藏通婚的合法化出现如榆林窟第 25 窟的婚嫁图

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敦煌吐蕃期洞窟中就

不能出现汉藏通婚的场景，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

出现在为纪念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而建的榆林窟

第 25 窟，就是很好的例证，其反映的是唐蕃清水

会盟友好的历史。

五、结 语

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婚嫁图绘制

时间，绝对不可能如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所认
为的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其出现在榆林窟第 25 窟

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并不是如二位先生所论述的那

样，是因为曹氏归义军时期汉藏通婚的合法化而出

现的一幅普通的汉藏婚礼图，而更加准确的历史事

实，是用来表现公元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友好，是

吐蕃统治瓜州初期汉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的见证。

① 图版及相关研究成果均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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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第 25、15 窟是为纪念公元 783 年唐蕃
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与该
窟集中统一完成，其绘制时间与该窟营建时代一

致，应在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前后，其出现在为纪

念清水会盟而建的榆林窟第 25 窟中再合适不过，

是对清水会盟的纪念，反映的是唐蕃联姻和唐蕃友

好的历史，是吐蕃占领瓜州初期，汉藏人民以佛教

石窟为载体，为我们展现了公元 783 年清水会盟前

后瓜沙地区汉藏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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